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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報人的反思
（程益中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的演講）

先講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我週一從廣州出發來香港，途徑我老東家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看到有很多人在那裡喊冤

請願。這是在南方報業集團門口經常見到的場景。按理說，中國老百姓喊冤應該去法院，請願應該去政
府；但是大家都知道，法院沒門，政府沒門，弄得不好還要被抓進去，申不了冤、達不成願事小，失去
人身自由、甚至生命不值得。所以他們只好去南方報業集團喊冤請願。但是為什麼是去南方報業集團喊
冤，而不是去其它的媒體集團呢？我想這一定是有原因的。後邊我會觸及這個問題。
第二個故事就是樂清錢雲會被車撞致死案。政府下結論說是普通交通事故，但是公眾輿論普遍不認

可，鬧得沸沸揚揚。有很多網友也逼我表態，要我斷定這是車禍還是謀殺。我又不是神探，我只是公共
知識份子，所以我不輕易斷案。但這不妨礙我發言。我已經超越對真相的追問和探究，看到其中隱含的
更嚴重問題。為什麼當局說什麼、怎麼說都沒人信？為什麼強大得不能再強大的國家機器百口莫辯、還
沒有我這個被當局打壓的個人講話有分量？為什麼我一個人發言的分量就足以抵得過整個國家機器？道
理其實也不複雜，很簡單，無非兩點：淺層原因是當局一貫撒謊成性，長期奉行愚民政策，從不講真
話，也不准說真相，毫無誠信可言，道德上完全破產；深層原因是掌權者雖是人民供養但又非人民選
出，掌權者的權力來自暗箱操作、暗室私授，既不許言論自由，又不許司法獨立，法理上完全站不住
腳。道德上破產，法理上站不住腳，這樣一來，真相產生的前提和條件就不存在，信任產生的前提和條
件就不存在，怎麼服眾？怎麼能信？這個事件暴露出我們這個國家社會存在的深刻危機。如何重建信
任、重建權威，是一件很迫切的事情。這個故事又跟第一個故事相映成趣，有某種隱秘的關連。
今天我就不講客觀和外部的環境，不批評中國的輿論環境和政治局面，單從我曾經作為中國報業的從

作人員，從一個總編輯的角度，來談談我的一點反思。
我講九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在中國大陸可以言說到什麼程度？
中國大陸媒體從業人員遇到的首要問題，就是到底什麼話是可以說的，什麼話是不可以說的，都很糾

結很傷腦筋。這也是大陸所有人很糾結很傷腦筋的一件事。這聽起來很荒唐、很不可思議，都二十一世
紀了，嘴巴只有吃飯的自由，沒有說話的自由，但這卻是我國大陸的現實，將來總有一天我們會對此感
到不堪回首。我今天不講這個，而是講我們主觀怎麼認識和對待這個事實，怎麼認識自由和反抗，知道
自己的籠子有多大？底線在哪裡？天花板又在哪裡？
要明白真正的禁忌其實只有一個，就知道我們的籠子其實不止我們想像的這麼小。別人都奇怪我為什

麼這麼熱愛自由，其實是我因為我心中沒有籠子。報人最大的禁忌不在於被奴役，而是自我奴役，不是
被審查，而是自我審查。所以報人最高的職責是想方設法把籠子做大，想辦設法逼迫當局把言論自由還
給人民；而最低最低的責任是要把籠子裡的空間用盡，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空間還沒有用盡。很多時候我
國還是處於無知和蒙昧的狀態，對一切都敏感得要死；一個人要幹多少壞事、要做多少惡、要處在多麼
不義的立場，才敏感至此！脆弱至此！當局裝聾作啞，愚弄人民，那是當局不負責任和無恥；我們自己
還是要對自己負責任。他敏感，你可以不敏感，越是他敏感的你就越不敏感，這樣久而久之就不敏感
了。中國大陸的媒體有給當局和社會脫敏的義務，我們自己要百無禁忌，越是敏感的話題越是多提一
提，就不敏感了，這對社會的健康是大有益處的。
這裡我要特別強調：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我們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遠遠大於我們已經使用

的言說空間。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35條明確規定了中國公民依法享有言論、出版、集
會、結社和遊行示威的自由。只要我國憲法和法律沒有公開禁止言論自由，那麼我們的自由還是在那裡
的，倘若我們不使用、不爭取，那就是我們的責任。我幾次由海外歸國過關時，海關要查扣我帶的圖
書，我都要質問他們憑什麼？有哪條法律規定公民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是誰有什麼權力決
定別人可以看什麼書、不可以看什麼書？
如果我們放棄憲法賦予我們的言論自由不用，而是處處自我設限、自我審查的話，那麼我們被奴役、

被損害就是自找的。在中國從事媒體行業，尤其是當總編輯的，要有這個使命感和責任意識。但如果你
是為了一己私欲，為了當官，那就另當別論，你可能不是很適合這個職業、這個職位。
第二個問題：辦報的首要問題到底是什麼？
在中國內地辦報時，大家首先想到的問題是能不能和給不給辦的問題，是輿論環境問題。覺得輿論環



境太差了，辦不好，不給辦好和不能辦好。或者就是糾結技術問題，認為首要問題是怎麼操作才能把報
紙辦好。這樣想問題是遠遠不夠的。
我認為首先還是想不想和願不願意把報紙辦好的問題。只要你想、你願意把報紙辦好，在中國你就能

把報紙辦好；只要你辦的報紙，堅持獨立公正客觀的立場，不參與制造和宣傳謊言，不助紂為虐，不愚
弄公眾，不掩蓋真相，你的報紙就一定是大陸最好、最成功的報紙！你一定要有思想準備和下定決心把
報紙辦好，而不是簡單地說客觀環境不好，或者埋怨輿論監管太嚴。我覺得主觀上首先要有死磕的思想
準備。為什麼那些荒誕的、反智的、無良的、傷天害理的新聞禁令，還會得到貫徹執行，還有人買帳
呢？我們應該團結起來，反抗！去衝破這個由謊言和卑鄙編織的牢籠！把套在人民頭上的這些紙枷鎖徹
底撕碎！這樣的禁令存在，天理不容。
我舉個例子：汶川地震，首先照例想的是趕緊發禁令，馬上開會強調，除了新華社和中央電視臺，其

它媒體不得擅自到現場採訪和發佈報導，下面有別的中央媒體領導站起來回話：我們的記者已經出發，
快到現場了。上海靜安大火，也是命令各家都不許報導、不得評論，只能統一發通稿。再往前，非典的
時候，他們也是一道禁令接著一道禁令，一個謊言接著一個謊言。最終禍國殃民啊。
不知道這樣做是基於什麼樣的道理和邏輯？這樣的時代，這麼重大的事件，不是想著怎麼充分報導，

而是想著怎麼不要報導，多麼荒誕啊。這樣的禁令，對政府的威信，對當局的名聲，對當事各方，對誰
都沒有好處，都是有害的。我們為什麼不說不！我希望大家都要敢於對這些喪盡天良的禁令說不。在資
訊公開這件事上，衝破禁令的沒錯，錯的是發佈禁令的。要是全國的媒體都對這些禁令說不，看他們還
怎麼野蠻、還怎麼專制。
另外，我覺得媒體要有很強的大局意識和政治意識。像溫家寶七談政改，我看國內只有瀟湘晨報等兩

家報紙跟進報導、做出了適當的反應。不少媒體都是自我審查，都在等著上邊指示，結果可想而知，把
溫總理害慘了。他就像《讓子彈飛》裡的張麻子，高喊攻打黃四郎，幾次喊哪沖啊都沒有人應沒有人
跟。一個七十歲的老人，四十天之內高喊了七次政改和民主，愣是沒有媒體呼應，這不是一個很好的兆
頭，說明我國的媒體沒盡到責任。還遠遠沒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地步啊。
所以我覺得辦報的首要問題是職業理想、道德勇氣和政治情操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報紙的終極價值在哪裡？
有的報紙賺錢，有的報紙不賺錢。為什麼？這是報業的內在規律在發揮作用，是報紙的終極價值決定

的。報紙的終極價值就是監督掌權者、制衡公權力、落實知情權，是公眾需要報紙和報紙存在的理由。
客觀、真實、獨到、獨立、公正、公開，這就是報紙的價值。所以老一代的報人說，報紙有不可以說的
真話，但是絕不可以說假話。這當是一條底線，不能突破的底線。
我想光這不突破底線還是遠遠不夠的。我想在中國這樣權力通殺的人治社會，在這個政治不文明、制

度不完善、法制不健全的特殊歷史時期，報紙在監督掌權者、制衡公權力、落實知情權方面，具有不可
替代、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珍貴。
我認為中國現在最珍貴的是公信力，比黃金還珍貴。為什麼那麼多人要到南方報業集團去喊冤請願，

這說明公信力太珍貴了。為什麼國家權力機關公佈錢雲會之死真相的時候沒人相信，說明缺乏公信力。
只要媒體堅守公信力至上這一點，它就能獲益，就不僅能賺大錢，還能建大功、立大德，就能為中國的
政治文明進步、為國家的長治久安發揮積極作用。我覺得這是報紙實現價值唯一路徑。我對此體會殊
深。
另外，我覺得現代死板的財務制度，是不利於好媒體產生和發展的。那些只盯著財務報表和投資損益

的老闆，是不可能辦出好媒體的。我所幸的是當年沒有碰到這樣目光短淺的老闆，他們沒有在財務上給
我斷水斷電，我們只是一心一意地要做全中國最好的報紙，只要全中國最好的人才，給他們最好的平臺
和待遇，其它的、尤其是財務報表之類的就不管那麼多，所以才有今天。
第四個問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
我們在辦報紙的時候一定要想好我們的核心競爭力到底是什麼。我在1995年起草南方都市報基本大法

的時候，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漸次為制度、人才、產品。現在我想調整為：人才、制度、產品。有什
麼樣的人才，就會有什麼樣的制度，因為制度由人設計、發展和執行，人才優劣最終決定制度優劣，所
以人才的優劣，特別是當家人的優劣，直接決定制度的優劣，這和國家是一樣的，始終都需要有一個制
度的先驗者、一個制度之父；有什麼樣的人才、什麼樣的制度，自然就會有什麼樣的產品。
這裡特別需要闡明的是，一般都認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是產品，有核心競爭力的產品，其實我覺得需

要顛倒過來，產品恰恰是最不重要的，人才、制度都比產品重要。
太多的社長和總編輯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不該放的產品上，整天想的只是不違反新聞宣傳紀律、讓領導

滿意，或者把精力都放在控制錯別字上，這都是不合格的、不負責任的，是對社長和總編輯職責的諷
刺。我認為好的社長和總編輯，應該把人才培養、制度建設放在比產品生產更加重要的地位。
第五個問題：企業到底要對誰負責？
企業、報業到底要對誰負責。不要覺得這個問題不重要、和我們沒有關係。我在設計南方都市報制度

大綱時開宗明義，南方都市報的企業目標第一條，就是對員工及其家人的幸福負責，要讓員工在南方都
市報這個平臺獲得最大的社會認同和社會價值、獲得最高的經濟收益和勞動回報，讓員工及其家人以南
方都市報為榮的同時，過上富足和有尊嚴的體面生活。不要認為員工的個人福祉和公眾福祉和利益無
關，而是大有關係的。好的領導人就是要通過好的制度設計，促使企業內各種要素良性互動、相得益



彰。
第二是對合作企業和上下游企業的員工和他們額家庭幸福負責，讓紙張供應商、印刷服務商、廣告合

作商、發行供應商感到光榮和幸福。
第三才是對顧客負責，這裡需要強調我並沒有把「顧客至上」掛在嘴上。我認為「顧客至上」如果不

建立在以上兩點之上，難免會是虛偽的、功利的和自欺欺人的。如果一個企業只是強調顧客至上，而它
的員工卻一肚子苦水，他們對顧客擠出的笑容將是多麼悲慘。如果一個企業員工表面上對顧客點頭哈
腰，背地裡卻對自己的老闆恨之入骨，那顧客至上還有什麼意義。報業的顧客一個是讀者，一個是廣告
主。讓讀者覺得看我們的報紙不丟人、不掉分，看我們的報紙顯得有獨立性、有判斷力，讓讀者和廣告
主覺得我們的報紙剛正不啊、不作惡、不助紂為虐，就是對讀者和廣告主負責。讓我們的廣告合作商以
參與見證報紙的發展壯大為傲、為榮，很重要。
第四是對促進所在地區的繁榮和幸福負責。我敢說，作為矮子中的高個子，廣州差不多是中國發展得

最好的市民社會；我又敢說，廣州之所以是中國發展得最好的市民社會，重要一條就是有《南方週
末》、《南方都市報》等這些敢於說真話、講真相、監督政府、為民請命的報紙。總會有人說我們報紙
污蔑廣州的大好形勢、損害了廣州的形象，但吊詭的是，正是我們的報紙，為這個地區贏得了好聲譽和
好形象，我們污蔑廣州的結果是那麼多人愛廣州；同樣的，太多的媒體每天都在對當局和當地歌功頌
德，但最終結果又怎麼樣呢？朝鮮的媒體說過自己一句壞話嗎？怎麼朝鮮就成了世上最大的制度悲劇？
再舉一例，當年《南方都市報》對深圳也差不多堅持了“以負面報導為主”的方針。後來南方都市報讓我談
當年報導深圳是怎麼想的，我說打個比方：你如果愛一個美女，看到她臉上有污漬，是指出來還是不指
出來更愛她呢？我矯情地說一聲，《南方都市報》正是以這樣的方式愛一個地方，參與地方的建設，對
城市繁榮和公眾幸福負責。有讀者寫信來說如果廣州沒有你們這樣的報紙就沒有那麼可愛。正是報紙揭
露公權的肆虐、官員的貪腐，才讓他們覺得廣州相對還是安全的，畢竟這屋裡有這麼一隻貓，不停地走
著叫著，也經常逮到耗子。
第六個問題：企業管理的秘訣在哪裡？
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管理都是有問題的。我在參與創辦《南方都市報》、《新京報》的時候，主要精

力都花在企業管理上。企業領導人職責何在？我認為不能事無巨細，雞毛蒜皮，不能只把精力耗在一篇
報導、一個語句上，這是很糟糕的。
一個好的企業掌門人首先是一個預言家，他不應該管今天的事，他應該管明天、明年、後年、三五年

後的事。他要有長遠的設計和規劃，同時有擔當的勇氣和高瞻遠矚的能力，對於所在的行業要有異于常
人的洞察力。一定要有人瞭望世界，觀察業界。所以——
好的企業領導人首先是預言家，其次應該是制度設計師、模式構架師、環境營造師和文化培育師。他

不必是記者、編輯和校對師。南方報業集團當時最好的一點就是鼓勵我們制度創新。在這樣一個傳統的
國有事業單位，讓我們放手去設計一套全新的制度，那真是一國兩制啊。我當時做的最大膽的一件事，
就是打破原有國營體制，廢除既有的國企工資體系，設計出一套完全建設在個人價值，即從業經驗、過
往業績的基本工資體系，量化和質化考核體系，通過寫稿發稿編版的數量品質，進行嚴格打分評級。我
覺得這個重要，牽一髮而動全身，相當於破解國有企業管理難題的一把鑰匙。
這說明制度設計是很重要的，制度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每年一到兩會的時候，就說我們國家的制度

是世上最好的，絕對不搞西方的多黨制度、絕對不照搬西方的民主制度，兩個絕對實在令人絕望。世事
無絕對！怎麼能說得這麼絕對呢？這不符合任何理論和學說，除非獨門秘笈和絕世法寶。制度是可以批
評的，也是需要不斷完善的，制度不是宗教，也不是魔咒，怎麼就摸也摸不得、碰也碰不得？ 
扯遠了，回來。我覺得領導人知道什麼不該管，比知道什麼該管更重要。很多領導人就是因為管了不

該管的，所以沒有管好該管的。
第七個問題：怎樣才能把報紙辦好？
我的思考模式經常與人不同。
有一個故事被很多人說過。南方都市報創辦初始，報業集團也沒給什麼錢，也沒有投資的概念，第一

年掛賬經營虧了八九百萬，很多質疑就來了，要我回答。我當時就給大家講了一個關於賽跑的故事。說
是三個人萬米賽跑，第一個是《羊城晚報》，已經跑了八九千米，無論發行量還是廣告量，多年雄霸中
國報業龍頭地位；第二個是《廣州日報》，也跑了七八千米，上升勢頭還很強勁，如日中天；第三個就
是我們《南方都市報》，剛剛趴到起跑線上。現在的問題是，我想當冠軍，這該怎麼跑？答案只有一
個：換一個規則跑。如果按照原來的規則跑，我們爭第一應該說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我們按照自己的
方向和方案跑，就一定有可能。這就是我解決辦好這張報紙的一個小小的竅門、一個大大的秘密。原有
的中國報業殿堂沒有我們位子，我們只好建造一個殿堂供奉自己。
做一個行業，當領跑者其實是最自由的，最無拘無束的；當追隨者其實很慘，很不輕鬆；因為追隨者

永遠不知道領跑者往哪裡跑？怎麼跑？前面是拐彎還是掉頭？是刹車還是加速？這一切，規則和主動權
全掌握在領跑者手上；而追隨者的命運就是老二。在中國搞報業，當領跑者其實是比較容易的。因為中
國最缺的就是公信力，報紙只要有公信力就能做到第一，真的不難。
第八個問題：做報紙難在何處？
報業又肯定比其它行業更難。
一難：與其它行業不同，報業必須進行“二次銷售”才能獲益。首先是要把報紙銷售給讀者，也就是發



行環節，但這是反利益的行為，銷的越多，賠的越多，基本沒有靠發行就能賺錢的報業。而其它行業的
商品銷售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的，賣多少，賺多少，控制好成本和定價即可。報業還要把廣告賣給廣告客
戶，才有可能獲利。並且只有第一次虧得越多，第二次才能賺得越多。所以這是一個很難把握好平衡點
的蹺蹺板。兩次定價是拿捏的關鍵：對讀者，是要訂好報紙訂閱和零售價；對廣告客戶，要訂好廣告版
面價和遊戲規則。
這裡要特別提一下南方都市報對廣東報業的一大貢獻，就是防止廣東報業的價格戰和惡性競爭。南方

都市報是中國第一家零售定價一塊錢的報紙，之前廣東的報紙都是定價五毛錢、打折三毛錢，南京甚至
還有定價一毛兩毛還打大折頭的，幾乎免費了。南方都市報1998年就定價一塊錢，當時正面臨新快報創
刊的淩厲攻勢，逆流而上，既透露出對自身品質的自信，也成功地把對手和公眾帶入品質競爭和關注內
容品質的層次，從而避免兩敗俱傷、一損俱損的競爭局面。後來在創辦新京報時，我們乾脆一步到位定
價一塊錢，我想當地那些定價五毛錢的報紙基本都松了一口氣，同時也在等著看我們笑話。但我們沒有
讓他們看笑話。南方都市報和新京報，都創造了後來競爭者以更高定價參與競爭並獲得商業成功的範
例。
其實我的經驗只有一條：高定價和提價，發行和廣告都高定價和提價，並且堅持價格剛性。
二難：必須兼顧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這是報紙的特殊商品屬性決定的。而管理層就必須要兩者均衡

發展。當二者抵觸時，一定要堅持社會效益。南方都市報有很多這方面的經驗。南方都市報創辦伊始，
批評深圳一家企業，這個企業老闆說我給你們報紙投放八百萬廣告吧，被我們拒絕了。還有當年南方都
市報鑒於醫療衛生廣告民憤極大、陷阱很多，毅然決然在全國首倡不刊登包括醫療衛生廣告在內的四類
不良廣告，廣受好評：一份以市場為導向的報紙，首先舉起了抵制醫療衛生等不良廣告的大旗。
三難：在中國辦報，要做到群眾和領導都滿意。但領導很難滿意。我想要做到領導不把你弄死，或者

至少不敢隨意把你弄死就行了。在現在的中國，領導滿意了群眾就很難滿意，群眾滿意了領導就不滿
意。這不是我們的問題，也不是群眾的問題，而是領導的問題。他的利益計算方式和你的不一樣。在中
國做媒體，要是全部做到領導滿意，那麼這份報紙也就沒有什麼存在的價值了。這是我們這個制度決定
的。我們就是一方面盡力把工作做好把報紙辦好，但又不能讓領導把你幹掉，這是很難拿捏的。當年我
們的做法是，給他一個激動人心的產品，一個無比激動人心的發展方向，還有激動人心的現實回報，領
導一看這麼多的錢，這麼多的發行量，這麼好的社會名聲，冒一點險就冒一點險吧。所以也要說，在中
國辦一張好報紙真的太難了。
第九個問題：報紙如果什麼都做不了怎麼辦？
至少改版！
不停改版，優化版面，改良設計包裝，也是一條行之有效的辦法。產品設計也是品質和形象的重要組

成部分。並且決定消費者的第一印象，往往見效最快，不可小視。
總結一下，我講的九個問題，是三個層次：前三個問題是講“取勢”，就是“因勢利導、順勢而為、乘勢

而上”，我在南方都市報的時候曾做五年、十年規劃，每年年終統計，所有資料與規劃高度吻合，這是我
對自己滿意的一點，這說明我對“勢”判斷得准；中間三個問題是講“明道”，就是“注重策略、科學管理、
有章有法”；後三個問題是“優術”，就是“追求卓越、拒絕平庸、精益求精”。
這都是我和我的同仁的經驗：拒絕平庸，追求不凡，渴望完美。

【現場提問】
提問：我是港大商學院的，今天聽您說了很多商學院的東西。我對港報不是很滿意，似乎很平庸。您

對港報的評價怎樣？
答：我想可以也應該辦的更好。我不認為香港報紙只有一種辦法，也不覺得所有的人只有一種趣味。

所以要從這裡尋找突破口。如果給我機會，我認為可以在香港辦一份非常高雅、高品質的、嚴肅的報
紙。香港這麼好的地方，這麼好的輿論環境、市民社會、公民意識、經濟條件，辦好報紙是不成問題
的。當然我也不拒絕八卦，問題是不能都是八卦。
提問：現在的國內媒體都關注標新立異的東西，比如說農民工奇特的討錢方法，才能引起注意。你對

此怎麼看呢？
答：我覺得這還是挺有創意的，因為這樣的新聞太多了。就像最近的新聞，一個男子沒有買到火車

票，於是裸體跑到火車站站長辦公室示威。我挺敬佩這樣的維權意識和行為藝術，這也能讓他在新聞中
脫穎而出。媒體報導這樣的新聞是沒有問題的，多多少少是有益，至少是無害的，總能推動社會的進步
和公平吧。如果沒有當年熊德明讓總理幫忙討薪，那麼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拖欠問題就還是一個沒有解決
的問題。所以我們都變著法子逼社會改良。
提問：你說國內的媒體想要達到“制衡公權”的終極目標要怎麼做呢？是去衝撞籠子嗎？
答：從憲法立場看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中國還不是一個法治的國家，還是一個人治的國家。但是我們

不能等客觀條件具備了才去做事，而是應該通過合法的途徑和程式，通過新聞操守和操作規範，不斷嘗
試。
提問：能一直在說媒體要突圍，但是在中國這種至上而下的環境裡面，中國媒體的趨勢是什麼？錢老

師曾提到，中國的管制進入到一個control 2.0 的階段，變得更聰明，機制化。但是我們還是看到荒謬的禁
令。您有什麼看法？還有，那您對政改有怎樣的預測？



答：近年的言論鉗制手段強、措施越來越具體到位，包括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中傳出的蕭殺之風，還真
的不是空穴來風。當局鉗制言論自由的手段的確是加強了，措施越來越嚴，也越來越講究實效了。中國
傳媒無疑將面臨更為嚴峻的局面。
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尤其不以傲慢的掌權者的意志為轉移。很多貌似強大

的東西，也可能瞬間坍塌，土崩瓦解。當個體面對強權時，似乎很絕望，但仍要在心底默默堅守，盡最
大可能去突破、去衝破牢籠。現在微博推特等自媒體、新媒體的發展，我堅信他們鉗制言論的做法註定
會破產。為什麼他們的公信力這麼差，沒有人相信，說到底就是鉗制言論自由造成的。
至於說到政改，總理都說到那個份上，把我想說的都說了，已經很到位了。總理說，風雨無阻，至死

方休！我想這是肺腑之言，說到點子上了。說到這個份上，還不改，就不知道他們是想幹嘛了。我們只
能期待、推動，並把他們好路子上逼。
提問：我想問整改中，媒體被鉗制的情況早就要破產了，那麼會在什麼時候呢？
答：我也很想知道，但我比較悲觀。一切都不確定，未來懸而未決，問題沒有答案。
提問：南都會不會有妥協？  您認為媒體獨立的力量怎麼樣才能結合起來、集體突圍？我覺得現在鉗制

新聞自由的人也慢慢變成弱勢群體了，當我們提到他們的時候總是當成假想敵，這些人究竟是誰呢？您
的報社和維琪解密的終極價值有什麼異同？政治良心到底怎麼解構？您剛才把深圳比作姿色可嘉的美
女，臉上有瑕疵，那麼你怎麼評價中國政治治理的姿色和改變呢？南都在香港面世了，您覺得南都在香
港的市場會怎樣？有沒有必要出香港版？你為什麼不生氣，不害怕？你說到言論自由、公信力危機，您
敢作敢為的風格也使你有入獄的災禍。那麼我們聽你講話，怎麼能不害怕？
最後回答：我很生氣，也很害怕。看我的微博就知道我很生氣，很憤怒。我對中國出現的很多醜惡現

象，對當局鉗制輿論自由的做法，很生氣，很憤怒，相當。我在做出譴責、努力和號召的時候，也有些
害怕。但總體上還好，現在的局面總比用槍抵在腦袋上不讓你發言好。我做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和嘗試，
付出的代價是我願意承受的，我曾給自己準備的下場比這糟糕得多。的確，我願意搏一把。這一輩子有
這樣的經歷，獲得公眾的認可，比什麼都重要，我很值得。此外，經濟上獨立，實現財務自由也很重
要，要能生活得下去，而我做到了這一點。
人間之所以還有希望，人生之所以還值得留戀，是因為作為個體，人有向善的一面，有嫉惡如仇的

一面，這是人性中光輝、溫暖的一面，也是人間還有希望的原因。人類美好的品性會把我們拖上更好的
道路。我堅信這一點。再見吧，謝謝大家！


